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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當前對日據時期文學的學術探討 
看 “台灣文學研究”的體制化
張誦聖
自 1995、96年以來，台灣文學研究在國內外都經歷了前所未 
有的蓬勃發展。這個發展必然對整體文化生產場域帶來結構性的 
改變。反過來說，台灣文學研究的本身也愈發受到台灣戰後這個 
歷史時段裏整體文學場域內既存的一些因素所影響。為了進一步 
探討這些變化的意涵，我將繼續追蹤分析當前一些學者對日據時 
期文學研究的成果；尤其側重在方法學這個面向。 m
本文以日據時期文學研究論文作為分析樣本的原因有二。其 
一是這個研究本身豐富的象徵意涵。對這個不久以前仍然充滿禁 
忌的領域的學術探討，至今仍然免不了被視為隱含着研究者個人 
對國族歷史敘述的詮釋角度。其二是一般說來，以半世紀之前的 
文學為對象所做的評論，對當代讀者並不具有立即的吸引力，因 
此儘管主流文學媒體基於非文學動機偶或給予相當注意(如報紙對 
皇民文學的討論），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硏究仍然屬於較學術的範 
疇 ，適於做方法學的探討。我選用的材料主要來自1997年出版的 
《呂赫若作品研究》，以 及 1 9 9 8年 底 “殖民地經驗與台灣文學” 
學術硏討會(靜宜大學中文系主辦)裏發表的論文。
[11過去發表的相關論文包括：Chang 1997, Chang 1999, Chang 
and Liao 1 9 9 7 。在我對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初步的認識過程中，曾於 
1994年在清華大學訪問時旁聽陳萬益教授講授之相關課程，及其後閱讀 
許俊雅教授《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》、林瑞明教授《台灣文學與時代精 
神 ：賴和研究論集》，以及施淑教授所編《日據時代台灣小說選》，受益 
良多 ，在此深致謝意。
《現代中文文學學報》4.1 (2000年7月)：139-1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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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學研究萏與公《知識分子
幾年前國內頗受矚目的《中外文學》“認同論戰”在美國中文 
學界裏也受到相當程度的注意（M cA rth u r121-33)。0從文化場域 
的角度來看，這個論戰的重要性不一定只來自它對認同論述的推 
展和釐清，而更在於論戰的形式(大量涉及“理論”）和參與者的身 
分(多屬知識階層的“貴族”）標誌着認同論述已進入文化場域核 
心 ，因此具有賦予台灣文化產品正當性的功效。從類似的觀點看 
來 ，聯合文學籌劃出版《呂赫若作品全集》（由林至潔將日文譯為 
中文)和《呂赫若作品研究》，也具有一種將台灣文學研究納入主 
流文學生產領域的儀式性功能。儘管其中某些文章背後隱含着複 
雜詭譎的意識型態和政治訴求，這本由主委林澄枝作序、陳萬益 
開場的論文集所整體呈現的，正如陳萬益平和敦厚、哀而不傷的 
文章風格一般，是一種接納和某種程度的和諧。
文藝社會學的分析對象卻通常是掩蓋在表層的和諧之下的， 
布迪歐所謂“構成文化場域基本動力的‘位置攫取’策略” ：不 
論是關乎主流媒體在主導文化重塑過程中的自我調整，公共知識 
分子對說話空間的爭取，或個人累積文化資本的軌跡。不過我這 
裏所想要特別提出的，是一個與台灣文學研究發展緊密相關的獨 
特現象：即台灣的公共知識分子和文學研究者長期以來共享一個 
由媒體主控的空間的事實，在新的場域重整過程中可能發生變 
化 。針對媒體主控的文化生產，有許多現成的批評觀點，以 “文 
化產品商品化”的說法最為常見。的 確 ，將上一個世代的政治犧 
牲 者 以 “台灣第一才子”的包裝呈現，不只是促銷策略，也是一 
種典型的“意識型態鴉片”。然而從文學硏究的角度來看，卻另有 
一些在台灣文學評論場域裏大家習以為常的現象，在這個時刻值 
得重新檢視。
首 先 ，以呂赫若作品的道德意義為主要關注點的論文，在這
H 此論戰發生於1995年間，主要參與者有：陳昭英、陳芳明、張 
國慶、邱貴芬、廖朝陽、廖咸浩。麥查理1999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對這個 
論戰有詳細的介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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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集子裏佔有相當高的數量比例。由於這些論文絕少對道德意義 
和文學創作本身的關係，以及歷史現實在文學作品中“再現”的 
問題加以深究，因此經常落入“簡單反映論”的窠臼；而其中個 
別道德訴求更明顯地圍繞着作者本身價值系統的投射(人道主義、 
民族自尊、階級同情等），因此我們可以概略地把這類論文書寫稱 
之 為 “頂冒文學批評之名的知識分子發言形式”。陳映真的論文 
〈激越的青春一一論呂赫若的小說《牛車》和 《暴風雨的故事》〉 
把這個形式推展到極至。在這篇論文裏，作者幾乎完全撇棄文學 
評論者的角色，並未以篇名中的小說為分析主體，而彷彿是利用 
呂赫若寫作年份作為索引，勾畫出一份日據時期殖民政府與資本 
主義聯手剝削台灣社會的大事紀；並以呂氏小說中人物來圖示殖 
民地人民陷入困境卻無法正確“意識”到經濟壓迫本質的無助狀 
態 。這無疑是一篇震懾人心、深刻而有力的對殖民制度與資本主 
義的控訴，但 作 為 “文學硏究”，恐怕有名實不符之虞。
必須聲明的是，我想提出討論的，不是個人的而是結構性的 
因 素 ，同時不一定含有絕對性的褒贬。從另外一些角度來看—  
如大家可能仍然印象深刻的，前幾年常被提起的哈伯瑪斯對“公 
共領域”促進民主發展的討論，或每個人本身見證到的，文學在 
鄉土文學運動、本土化論述裏所扮演的重要角色— 以文學為名 
的公共領域知識分子論壇具有發揮極大社會功能的潛力。然而單 
從 “文學研究”作為一種現代學科的角度來看，台灣戰後文學批 
評長期借用公共論壇的空間，未嘗不是使其停滯不前的一個重要 
阻力。
這本集子裏另一個數量較多的論文類型，是文學專業出身的 
學者對呂赫若作品原初歷史脈絡和寫作真實動機所做的資料蒐 
集 。柳書琴和三位日籍學者的論文，有特定而明確的問題意識， 
即呂赫若創作動機中“現代性”和 “民族性”的比重。然而在方 
法學上卻單純地囿限於傳統歷史主義的範疇，亦即認定文學作品 
的 “意義”可經由資料重建來確切地加以規範，使人不免有時光 
倒流之感。我深信這類研究集的存在有許多值得肯定的貢獻，但 
不可忽略的是，除了少數例外，具有多重身分、極端忙碌的學者
Jurgen
Haberma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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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對應付“命題作文”時所採取的短線作業，以及為配合非專業 
讀 者 對 “立即可辨認的目的性”的要求所作的自我調整，都是重 
要的局限性因素。這一點可以由多位本書作者在其他場合所達到 
的專業水準作為印證。由此所造成的文學研究蓬勃的假象是具有 
欺罔性的；其中最重要的，是足以阻礙這個領域裏對方法學的自 
省 。
舊題新議：“他律牲原則”與 “自主牲原則” ；“内綠 
批評”醐 “外線粃評’
對方法學的自省正是我們在台灣文學研究體制化的過程中所 
預期的。19 9 8年靜宜大學研討會中，邱貴芬教授論文〈殖民經驗 
與台灣(女性)小說史學方法初探〉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論文指出：
現有的台灣文學史論由於在創作年代正值台灣國家認同劇烈翻動 
之 時 ，文學史的建構被納入國族建構的工程，不免強調國家的政 
治立場與文學作品在國族論述爭奪戰裏所扮演的角色。這樣的關 
注點導致許多作品被排除於文學史的敘述之外。（邱1998: 14)
作者建議評論者應該嘗試“多層次”閱讀， “或許有助於台灣文 
學工作者調整傳統台灣文學論述對‘政治堅持’的過度重視，避 
免文學批評化約式詮釋的危險”（14-15)。
這個論點幾乎觸及的，是一個伴隨着所有中國/ 台灣現當代 
文學史上的大小論辯而出現的爭議。令人困惑的，是為什麼這個 
爭議會有一再被釐清的必要。因此我在這裏試用一個新的分析角 
度 ，即布迪歐的“他律性原則”和 “自主性原則”，來嘗試對它做 
一個涵蓋性較廣的陳述。
' “他律性原則”即將文學的正當性來源設定在一個外在的領 
域 ，如市場、政治等。根據布迪歐， “自主性原則”可以作如下 
的定義： “在一個自主性場域裏被認為最具有正當性的區分原 
則 ，必然是那些最能充分表現某種特定活動的特殊性的原則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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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術的場域裏，風格和技巧方面的原則通常成為生產者和詮釋者 
最熱衷爭辯的主題”（Bourdieu 1993: 117)。布迪歐原本用這兩個 
原則來區分“大規模生產”的文化產品(如暢銷小說)和 “限量生 
產”、 “藝術為藝術”之類的前衛、高額文化產品。前者服膺的是 
一種假借於非文學場域、 “他律性”的經濟原則，而後者則是植 
基於西方近代社會裏一種高標非功利原則的“藝術自主”體 制 。 
這裏借用這兩個原則來討論台灣當前文學論述，首先要強調兩個 
主要不同點：一是純粹“藝術自主”的文學體制在中國社會裏從 
未真正紮根；二是在九十年代以前，對中國/ 台灣文學論述舉足 
輕重的他律原則，屬於經濟領域的遠不如屬於政治領域的來得重 
要 ，儘管兩者之間有緊密的連結，甚至是共謀的關係。
文學在二十世紀的中國/ 台灣發展出極為顯著的現代社會體 
制性格，被視為集體社群的精神資產，具有塑造並改變社群成員 
的社會視景、道德人格的潛力。只要這個信念不受到積極的挑 
戰 ，人們總是會冀望借文學來達到有利於整體社會的目標。中國 
和台灣的“新文學”，在他律性原則的指導下，經歷了文學場域結 
構秩序的劇烈重整，這個現象本身即成為鞏固政治性他律原則正 
當性的強大力量；而政治力量長久以來在社會上膨脹的形式存 
在 ，更是這種文學論述的結構性基礎。邱貴芬所謂的“現今台灣 
文學史相關論述”，藉着提昇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為“台灣人社群” 
精神象徵，對解嚴後主導文化的重構和文化場域的重整有直接的 
影響。外在目標(即便是)局部的達成都經常是鞏固他律性論述的力 
量 ，同時也勢必導致將原本粗糙而缺乏解釋力的文學論述加以修 
正 、補充、精緻化— 但基本上不變其他律性— 以適應文化場域 
裏新情勢的努力。本土文學史論述對“主體性”觀念的積極發揚 
應該是一個現成的例子。
他律性政治原則過度發達的結果，是文學論述與創作實踐之 
間一直存在着極大的落差。主導文學論述經常將文學的正當性來 
源設定在於一個外在的領域(國族建構、知識啟蒙、社會改造、本 
土意識的鞏固）；而實際文學的生產與接受卻受到主導文化中的多 
重因素的制約(如高層文化精英美學觀、市場、審查制度、流行論
disinterestednes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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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）。或者我們可以逕下這樣的結語：中國/ 台灣的文藝論述受 
“他律性”原則的主導原是一個結構性的事實，應該由結構性的社 
會因素來分析和探討。
自主性文學論述在中國/ 台灣現、當代文學史上的出現，大 
抵是出於被動（例如為抵制過度的政治干預，或狹隘的傳統道德 
主義、左翼功利主義等）’而缺乏清晰的自我定義，並經常在意識 
型態對峙的架構下，成為右翼的附庸；或在現代化/ 西化與民族 
主義/ 本土化的爭鬥中被前者所吸納。我一直認為台灣戰後的現 
代主義運動最獨特的貢獻，即在於它對“藝術自主性”的陳述與 
實踐自覺性甚強。即便如此，構成這種理念的歷史脈絡，還是和 
工業革命後西方社會裏發展出的非功利的純藝術觀不同，它更多 
是受1949年後引進的美式自由主義另類文化視野的啟發，以及對 
當時主導文化中諸多意識型態成分的反動。
那麼從今天的角度來看，哪一類的原則最具有肯定文學生產 
場 域 ，乃至於台灣文學研究的“正當性”、 “特殊性”和 “不可取 
代性”的潛力？由於西方理論近幾十年來對形式主義批評的反動 
和批判，加以近年來文化研究盛行，技巧和文字風格大約不可能 
在今日成為文學研究專業的主導原則。但我深信，在台灣文學研 
究體制化的過程中，對定義這個原則的主導權的爭取，將會是文 
學場域裏一個重要的動力來源。從上述的觀念架構出發，下面我 
想嘗試提出幾點我個人在遠距離對台灣文學場域動向所做的片面 
觀察。
首 先 ， “台灣文學”指涉範圍的擴大，整體來說，已然超越 
戒嚴時期官方或早期本土史家的排他性定義的規範。隨着這個定 
義的擴大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：在中文系缺席，外文系名不正言 
不順的狀況下，主流文學媒體除了是戰後台灣文學生產、傳播的 
壟斷者之外，由於扮演着仲介官方文化政策及學術界鼓倡的菁英 
文學觀的角色，對通行當代的“正當性文學論述”擁有無與倫比 
的主導作用，是官方文化機構及學術體制，政治或商業的個別影 
響望塵莫及的。這樣的角色在後解嚴時代其實是相當受到商業邏 
輯的衝擊。聯副總編陳義芝在“台灣文學經典選拔”的前言裏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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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商業化書寫僭越了 “文學”之 名 ，這 種 對 “純文學”的召喚， 
也應該理解為對文學自主性原則的追求一儘管對市場的適應是 
文學媒體的天職。但文學媒體透過掌握書評和文學出版的機制， 
將繼續主控當代文學生產者的身分認證，以及知識分子對文學發 
言的公共論壇，這是無庸置疑的。只要在社會上有國家、文化認 
同的爭議，相關的他律性文學論述也會繼續在媒體主控的公共論 
壇上佔一席之地。然而在此同時，由於台灣文學研究快速地體制 
化成為一個學術領域，我相信學術和媒體之間模糊的界線將會有 
更清晰的劃分，且將直接影響到目前跨越兩種角色的若干文學學 
者的自我定位。更可預見的是，具有歷史觀照的台灣文學研究將 
會享有更大的空間— 截至目前為止，這個空間幾乎是被他律文 
學論述所壟斷的。
其次/台灣文學研究場域的範圍擴大，必然會吸納許多既有 
的和未來的文學人口(即便在美國中文學界也有這種趨勢，儘管規 
模小得多）。在新的全球文化體系下，這也可能意味着大量西方文 
學批評理論的大量湧入，而扮演仲介角色的，將不單止於外文 
(尤其是比較文學出身的）學 者 ，也將包括中國大陸的理論翻譯。 
我個人特別有興趣的，是受到戰後早期主導文化制約，對台灣文 
學批評界有深遠影響的“內緣批評”和 “外緣批評”之間的競爭 
關係。[31
m 這個現象和美國中文學界之間有許多平行或相互影響的情況。 
美國近三、四十年來的現、當代中國文學研究是由一批受新批評、形式 
主義批評訓練的學者開啟源流的，影響所及， “內緣批評”— 即側重 
作家個別經驗和作品內在結構的分析流派— 的傳統至今仍保有相當大 
的影響力。這個學術生態讓我充分觀察到這個方法對研究中國/ 台灣文 
學的“過”與 “不足”之處。 “過”是過度詮釋。在美國中文學界，經常 
會遇到一些論著，極端繁複高深的理論解析一篇簡單平庸的作品，讓人 
不免產生“殺雞焉用牛刀”之慨。 “不足”處自然是有關文化歷史脈絡 
的闡述。注重政治、意識型態歷史角度的學者，又經常會落入化約式的 
“外緣批評”— 即認定客觀的社會歷史環境是文學作品主要制約力量的 
分析典範一 而在文學創作與社會現實指涉之間施以“短路式”的連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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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新批評為主的內緣式文學批評和現代主義文學(尤其是其中 
的學院派)的美學意識型態是經由幾乎相同的管道輸入台灣的，而 
其精讀文本的形式主義分析爾後擴散到媒體文學獎機制和書評 
界 ，佔有相當主流的地位。儘管自八十年代以來各種流行文學理 
論相繼輸入，但就學院來說，對內緣式的批評理論(如現象學、符 
號學、心理分析等)的鑽研，相對地較為深入而精細。典型的外緣 
批評如老馬、新馬及法蘭克福批判理論，則以七十年代鄉土文學 
論戰為濫觴，在公共領域、公共知識分子之間遠較在學院中流 
行 。這種文化資本的分配狀態，緊密地連結着美學形式(何種“真 
實”值得在文學中再現，以及以何種方式再現)及意識型態(怎樣定 
義現實，特別是社會現實)的爭鬥，是鄉土文學論戰為何影響深遠 
的原因之一 （Bourdieu 1993: 101-102)。台灣知識界在八十年代 
後期經歷了激進化轉折，隨後文化研究所帶來的新的他律性原則 
(性別、族群、階級)在學院中盛行，然而單以文學研究這個領域本 
身來看，內緣外緣的基本分析原則如何消長，似乎仍然是一個最 
值得觀察的現象。[41
最 後 ，隨着中文系學者在台灣文學研究的領域中扮演越來越 
重要的角色，傳統訓練的學術研究方式已然開始和其他的批評流 
派產生互動。由於台灣文學研究長久以來沒有享受到正式的學術 
身分和資源，因此既有的成品不免具有“內緣批評”和 “外緣批 
評”的雙重弊害：如研究有容脫離歷史脈絡，或研究者將文學創 
作與社會現實做短路式的連接。中文系學術傳統的實證歷史主義 
和嚴謹的資料處理訓練會在這個學科領域體制化的過程中產生什 
麼樣的作用，可能是大家拭目以待的。
w 布迪歐的理論吸引人之處，在於它嘗試超越內緣、外緣批評之 
間的鴻溝。同時，布氏並未將文化生產領域中的他律及自主性原則賦予 
常見的精英式的價值評斷— 事實上，他的批判性言論經常是針對後者 
— 而是將二者視為文化產品光譜的兩個極點；兩極點之間充斥着各種 
比例的摻合物。最重要的，是布氏認為他律原則和自主原則之間的競爭 
關 係 ，以及參與者企圖壟斷正當性文學論述的努力，正是文化生產場域 
的基本原動力。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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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法學的推進：賨例分斬
下面我想以1998年底在靜宜大學研討會上，游勝冠和柳書琴 
兩位年輕一輩學者發表的論文為例，簡略地探討台灣文學研究方 
法學近兩年演進的一些方向。我選擇這兩篇論文的原因是：第 
一 ，它們或在方法學或在問題意識的設定上將目前本土日據時期 
文學硏究向前推進了一步。第 二 ，在兩篇論文中，新 、舊批評傳 
統 、問題意識的摻和可以看成在台灣文學研究這個學科領域中， 
方法學互動、協商的實例。
游勝冠的〈啊 ！時代的進步和人們的幸福原來是兩回事：賴 
和面對殖民現代化的態度初探〉，引用查爾斯•泰勒〈承認的政 
治 〉，指 出 將 “封建”與 “啟蒙”對立的線性歷史觀其實是不適合 
用來解釋賴和的歷史位置的。賴和與二十年代“受民主思想陶育 
的新知識分子”對現代性的看法不同；他在小說中對未受殖民現 
代化侵蝕之前的傳統社會秩序的追憶，意味着一種“殖民文化反 
抗”，而非落伍的封建意識。 “以進步的現在不如落伍的過去所要 
批判的是，殖民統治的現代化改造與新知識分子的普遍主義政治 
所導致的同質化，及其對台灣獨特性的徹底扼殺”（游 1998: 
13)。
讓我感到似曾相識的，是全篇企圖用一個新的解析範式（“普 
遍主義政治”相 對 於 “差異政治”）來 “取代”一個舊的解析模式 
( “封建”相 對 於 “啟蒙”）(13 )，而對這兩個解析範式的本身，卻 
似乎沒有足夠的反省，於是仍然顯示出一種預設的目的性。尤其 
是作者在文中將這兩個解析範式截然對立，並高度回應着現代中 
國/ 台灣文學諸多論戰中所反覆出現的二元基型(現代化/ 西化相 
對於民族主義/ 本土化），使人感到這篇論文仍是深受“他律性” 
先驗原則的左右，而將文學創作的正當性來源設定在政治領域之 
內 。其實這兩種解析範式都是特定歷史脈絡裏“文化政治”的產 
物 ，儘管前者的理論精緻度高，又挾帶着當前跨國知識圈行動主 
義的光環，但 “普遍主義”和 “個別主義”之間的瓜葛，從嚴肅 
的學術角度來看仍然具有極大的爭議性。此 外 ， “啟蒙” 一詞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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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論述脈絡中的涵義顯然與查爾斯•泰勒等人批判“現代啟蒙 
理性”的西方思想史框架相距甚遠，在游文中提到賴和被視為 
“啟蒙知識分子”（屬於前者），及台灣新知識分子“以進步主義為 
準繩的啟蒙視野”（兩者皆屬？）(1〇)時，卻沒有加以界定或釐清。 
過度賦予解析範式上的觀念名詞以權威性和籠統的穩定性定義也 
是一種有瑕疵的舊式學術習慣。這或許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儘管 
文中作出許多理論細緻的分析，最終卻仍然導向一個相當可預期 
的 、 “政治正確”的結論。
讓人耳目一新的，是和前階段相比，這篇論文(及其他若干同 
場發表的文章)都將注意力放在造成殖民和現代化之間繁複矛盾關 
係的文化機制上。儘管在強調賴和“正確”的殖民抗拒方式之 
餘 ，作者對受西方民主思想陶育的“新知識分子”無甚同情，並 
指控他們為“扼殺台灣獨特性的幫兇”（1 0 ) ;然而在解釋賴和與 
這些較他年輕不過十來歲的知識分子之間的差異的同時，也必然 
連帶指出短期內殖民現代化思想“主導化”過程成功的事實：受 
新式教育、受民主論述洗禮的知識分子透過認同“文明開化”，而 
對殖民統治者產生了一種隱性支持；由於已然接受了認可日本殖 
民者優越性的進步主義，他們的抗拒行為也終將徒勞無功。雖然 
游勝冠的批判角度未能免除本土公共知識分子全面概括性的道德 
主義價值判斷，然而文中引用傅柯對現代體制(國家、法律、醫療 
制度)暴力的討論，將新知識分子不自覺的“幫兇”角色放置在一 
個將客觀社會現代化進程納入考慮的思考框架之中，頗可促使讀 
者舉一反三，重新檢視一個影響日據時期知識分子至鉅的重要因 
素 ：在殖民及現代化雙重力量作用下，快速改變的文化教育體制 
及留學風氣所必然導致的代溝。這個代溝不僅存在於賴和與二十 
年代受教育的新知識分子之間，也以更加複雜和局部斷裂的方 
式 ，存在於那些曾在三十、四十年代或多或少親炙殖民主導文化 
的台灣知識分子群中。
柳書琴的〈被動員去動員：張文環與殖民地的戰時動員〉裏 
的 “新”與 “舊”可能更加耐人尋味。這篇論文的主體採用的是 
最為傳統的實證方法，卻藉着解構張文環在近年來本土文學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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圏裏享有的英雄形象，不但有效地撼動了多年來皇民文學論述以 
公共知識分子道德主義為基調的思考架構，更不啻在方法學上對 
輕忽歷史脈絡的文學研究(尤其是以“作家研究”為名的實際批評) 
提出發人深省的嚴苛質疑。
6 0 、70年代以降，在重新發現、書寫 、詮釋戰前台灣人的歷史與 
精神史的脈絡下出現的種種回憶文字、文學史評述，以及晚近海 
內外學院內的/貪家硏究交錯建構下，張文環已被表述為凝聚台籍 
作家行動及理念，以各種獨特方式向殖民者提出異議，或存續被 
殖民民族自我傳統的代表人物之一……透過出版、閱讀、以史料 
之姿現身的這些作品選集，與各式評述互為表裏，進一步地肯定 
並強化了張文環充滿民族形象的這一面。（柳 1998: 1)
我曾在另一篇論文中嘗試舉列三種道德性解讀皇民文學的模 
式 （Chang 1997);根據論者對張文環在東京大東亞文學會議中的 
發 言 ，以及他在《文藝台灣》和 《台灣文學》對壘之中角色的強 
調 ，很明顯地已將他的作品歸類為“由內裏顛覆的、狡辯式的殖 
民抗拒”。柳書琴論文裏來源確鑿的資料，卻動搖了筆者做出這個 
歸類的事實基礎。簡要的說，張文環是極少數被日人重用，積極 
參與戰時動員的台灣作家之一。他不僅被吸收為皇民奉公會的一 
員 ，同時是日人徵募“志願兵”及 “增產”等動員政策在媒體及 
公共領域裏宣導的主要旗手。嚴格說來，這些發現並不能推翻張 
文環在某些情況下從事“顛覆式抗拒”的可能性，也無法阻止論 
者對那些事件本身做出正面的詮釋。它的主要效果在於找出了建 
構道德性迷思所不需要— 而且必須排除的— “多餘”的史料。 
這些史料對持道德性標準的論者所造成的不便，在於它迫使讀者 
承 認 ，依據既有的分類標準，張文環必須和周金波一樣列入公然 
協 戰 的 “皇民”作家之屬。讀者如果不願將張文環重新歸類，那 
麼就必須修改受到正反兩組大多數參與論述者所默認的、歷來主 
導 “皇民文學”爭議的道德性標準。這無疑是實證性研究方法 
“除魅”潛力的最高發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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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與當前本土論述中的一個重要議題進行對話之外，如前 
所 述 ，作者在方法學上對一廂情願、脈絡化不足的“作品”或 
“作家”研 究 的 “選擇性史料運用”提出了重要的警惕。從以布迪 
歐 “場域”理論出發的脈絡化文學硏究的角度來看，這篇論文尤 
其有許多足以引發討論之處。
雖然本篇論文的資料只蒐集圍繞着一個有針對性的議題，其 
涵蓋範圍卻足以讓我們瞥見戰時台灣文化生產場域裏重要的統馭 
規則。布迪歐認為任何一個文化產品都是兩組歷史交匯而成的： 
其一是文化場域中某一特定“位置”的歷史，其二是造成創作者 
所呈現的“習性、氣質、傾向”的生涯歷程。例如作者指出，張 
文環當時在文化場域裏所佔的特殊位置，和日本殖民者戰時動員 
的策略是息息相關的。這些策略包括強調台、日均屬亞洲民族， 
暗示殖民地人民身分的躍升，以及利用倒轉殖民地男性“陰性認 
同”的心理來為徵募志願兵做宣傳：
身分的階級性、身分認同與身分的變異，取代戰爭的真正動機， 
在這場戰爭中被採用為殖民地軍事人力動員的重要策略。在這樣 
的動員策略下，具有殖民地身分，特別是平日因維護這種身分而 
獲得同身分者之認同者，便成為動員此一利器的最佳推動者。諸 
如張文環這樣具有台灣意識的作家，便成為其中的人選之一。（柳 
1998: 13)
也就是說，作者呈現的，是這個特殊位置由日據時期主導文化中 
維繫種族差別待遇的種種機制發展而出的迂迴“歷史”。作者描述 
張文環與其他幾位知名作家間的互動細節，適足以增進讀者對當 
時文化場域結構的瞭解。讀者也可從論文中提到的，有關張文環 
在 《台灣文學》雜誌裏扮演的角色，以及他曾在日本滯留十一年 
的事實，對 他 的 “習性、性質”加以臆度。雖然作者重繪戰時知 
識 人 “精神地圖”的構想，使得該篇論文專注於描述一獨特的文 
化生產狀態，而對張氏文學作品“創作位置”的歷史，及 其 “位 
置攫取”的策略着墨甚少；然而這些重要的面向卻是作者另一篇 
討論呂赫若的論文(陳1997: 127-69)的重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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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然傳統歷史主義與以場域為主要概念的脈絡化研究方式有 
相當大的契合之處，其間重要的分歧點，在於前者的高度實證性 
假設— 這似乎仍是柳書琴兩篇論文的一個重要推論基礎。西方 
十九世紀盛行的文學歷史主義者相信，使用正確而嚴謹的方法重 
建的史料，可 以 “藉着劃定意義的或然性範圍，指出文本是否可 
能具有某種涵義，而規範文學作品的 f全釋”（Lentricch ia 1995: 
251)。這兩篇論文最有力的論證，也在於指出：歷史脈絡資料的 
局部獲得，是導致文本詮釋出現偏差的主要禍首。然 而 ，從文學 
批評方法發展的歷史來看，支持這種論證的實證性前提，往往構 
成對抽象性理論思維的排斥，也是橫亙於傳統研究方法與二十世 
紀大多數文學批評理論之間的路障。這個極為繁複而基本的方法 
學問題卻實在不是我敢於在本文中嘗試釐清的。
可以確定的是，兩位年輕一代的學者不但能對本土論述的重 
要思考框架提出有意義的質疑，而且在方法學上將日據時期台灣 
文學硏究推向一個新的里程。
結論
這篇論文是我目前正在撰寫中的一本有關戰後台灣文學生態 
的英文著作的一部分。由於這本著作出版後所要面對的，大多是 
英語世界的學術圈讀者，因此它的研究設計比較顧及對整體現象 
通則的尋求，而同時試圖挑選並分析具有代表意義的個案，來闡 
明這些共象的具體內涵。雖然論文本身涉及的主要是“台灣文學 
研究”的體制化現象，而非日據時期文學本身，在結尾的部分， 
我還是希望藉着一篇水準極高的論文，即 《呂赫若作品研究》所 
收錄施淑的〈首與體— 曰據時代台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起源〉， 
來約略總結從我個人的探索角度看來，日據時期文學的個案研究 
對中國/ 台灣現、當代文學史所具有的特殊意義。
首先要簡單描述我在這個研究計劃裏探索的主要方向。在方 
法學方面，鑒於目前在戰後台灣文學研究的領域裏，不論是以書 
評或作品、作家分析的方式出現的硏究，絕大部分仍然受到各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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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緣分析理論學派的影響，我希望藉着布迪歐的“場域”觀 念 ， 
比較有系統地發展出一個研究這個時期文學的脈絡化分析模式。 
從問題意識的設定來看，在我已經完成的章節裏，有幾個重複出 
現的議題，希望能夠繼續做具體性的探討：1)以國族建構為“他 
律”原則的文學論述以頑強的方式一再出現，其與主流文學實踐 
之間愈來愈大的落差，亟待重視文學研究自主性的論者提出更加 
完滿的解釋；2)在 經 歷 “被動性現代化”的非西方社會裏，由於 
文化體制劇烈變化，以及由西方輸入的高層文化所影響，不同代 
作 家 、作家群之間呈現複雜、局部的斷裂，而這個現象在現今我 
們遺個重視作品及作家研究的領域裏，並沒有得到充分的、系統 
化的討論；3)統治階層透過文學體制對主導文化的操縱以不同方 
式呈現，儘管通常只有那些極端高壓而有明顯負面效應的情況(皇 
民文學，反共文學，文革樣板；)較受矚目，但脈絡化分析卻應當將 
其經常性的機制納入考慮。
如前所述，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學術性探討較易與書評式的 
書寫文類區隔；同 時 ，由於台灣是被非西方勢力殖民的少數案 
例 ，其被殖民的時段又適逢東亞“被動性現代化”急劇推進的二 
十世紀前半葉，因此發展出特殊的維繫種族差別與“加速現代化” 
的殖民論述。這些因素使得研究者必須將上述的一些文學現象放 
置在獨特的脈絡框架中觀察。這必然有助於我們檢驗議題的陳述 
方 式 ，做出切實而有系統性的構思。游勝冠和柳書琴的文章觸及 
這些議題時提供了不同的觀察視角，是很好的例子。而 〈首與體〉 
這篇篇幅不長的論文，更是少數顧及文學研究自主性原則，並以 
學養深厚、思慮周延的觀照視野對若干重要文學史現象有所闇發 
的一個典範。
目前多數研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學者都把注意力放置在政 
治或一般性的文化場域上，而施淑這篇論文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瞭 
解 的 ，是一整個世代創作者(三十年代被認為風格“頹廢”的台灣 
作家群)的 “習性、氣質”。論 文 以 “新文藝運動與大眾認知之間 
的差距”（施 1997: 205)為開端，點 明 “新文學作家執意表現的個 
性 、心境等標誌着現代社會的個人主義的心理訴求”和台灣新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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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運動以“文化啟蒙和社會改造為初衷”（206)的格格不入，是左 
右翼(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)的文壇領導者都同樣以為話病的。如此 
所突顯的文學論述與文學實踐之間的落差，正是本篇論文探討的 
出發點： “這文學世界、文學人物和現實的分裂，它的發生和發 
展是台灣現代文學史的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”（206)。接下來探討 
的方向，用布迪歐的術語來說，是文學生產場域裏一個新的“位 
置”的出現，以及它的結構性“歷史”。
這個新的創作“位置”不同於左翼文學，或一般較早受新文 
化運動啟發、有社會批判意識的文學創作，它被形容為具有“布 
爾喬亞的頹廢浪漫氣氛”，顯然是帶有極深的價值判斷的烙印。作 
者的獨到之處，在於當她探討造成這個創作群的“習性、氣質”， 
及其在文學場域裏相應“位置”的歷史因素時，並非如大多數學 
者一般，從已被充分表述並分類的知識論述、美學觀念着眼（因 
而落入常見的二元公式），而是將重點移至具有歷史特殊性的集體 
經驗形式。為了達到這個目的，作者引用克羅斯比和薩伊德等人 
的理論，花了許多篇幅來描述在三十年代那個特定歷史時段裏， 
以 “日本”取 代 “大清帝國”的山川論述所挾帶的新的地理脈絡 
觀 念 ，現代化都市裏圓環、咖啡屋等構成的新的空間座標，以及 
曰本殖民政府所實施的各式法規和標準化時間制度等等，如何對 
台灣人的“認知圖像”（即對空間、時間的想像)重新加以規範、構 
築 。藉着對不同層次經驗形式丕變的描述，施淑將殖民地主導文 
化形成的物質構成基礎，以及不同代作家、作家群之間的經驗斷 
裂的現象，做了相當具有說服力的描述。
我們期待台灣文學研究的學術體制化會引發更多像這樣以解 
釋文學史現象為首要目的的原創性論著— 儘管批判資本主義擴 
張 、殖民現代性，或促進本土意識、女性主義史觀、弱勢論述等 
目標，由於是知識分子所必然關切的對象，也無疑仍會在學術研 
究問題意識的設定上扮演重要的角色。
不過使這些小說人物，不能不以早夭的波希米亞人身分，浮游於
台灣社會現實，不能不以“幻影之人”的面目告別台灣文壇，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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殖民地台灣早熟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結構，以及前述知識分子的 
特殊的雙鄉意義，應該是更根本的決定性因素。因為這些與三〇 
年代逐漸成熟起來的日文寫作一道出現的人物形象，顯現出來的 
正是發生在弱勢族群和殖民地人民心靈的、物質的流離失所的狀 
態 。（施 1997: 219-20)
這一段出現在〈首與體〉最後一頁的描述，試圖將日據時期台灣 
小 說 中 “頹廢意識”發生、發展的軌跡，放置在深刻地制約着創 
作者的資本主義、殖民統治等歷史大環境裏，或許可以用來說明 
這種以自主性原則為出發點，而不失知識分子胸懷的研究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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